国际文化贸易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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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加入
WTO，中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被纳入国际市场的版图，文化贸易的课题已经历史地摆在了中国学者的面前。我们有必要对国际文化贸易的一些基本概念作深入研究。

一、国际文化产品及服务贸易争端的原因：产业内贸易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品国际贸易领域的纷争不断。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就文化问题与美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呼声反倒没有法国等发达国家高。如果我们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探讨其中的原委，就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

文化产品的进口和出口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的现象，属于典型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这里的“同类产品”是指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至少前三位数相同的产品。他们既出现在一国的进口项目中，又出现在一国的出口项目中。产业内相互投资是与发达国家产业内贸易相伴存在的现象，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到目前为止，产业内贸易仍然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并在工业化国家的制成品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 
。

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产业内贸易的原因与这些国家的需求偏好相似有关。偏好相似理论有两个基本观点：（1）产品出口国的可能性决定于它的国内需求；（2）两个国家的需求结构越相似，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越大。根据第一个观点，只有在国内已经存在大规模需求的产品才会是具有最大的相对优势的产品。在长期地致力于满足国内需求的过程中，企业规模日益扩大，成本降低，产品就会具备国际竞争力。根据第二个观点，如果两个国家的偏好越相似，需求结构越相似，即两个国家的需求结构中重叠部分越大，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也就越大。如果两个国家需求结构完全一样，一个国家所有的可供进出口的物品也就是另一个国家可供进出口的物品。

根据偏好相似理论，我们就不难理解国际文化贸易的进出口为什么会高度集中于有着共同文化背景的欧美各国之间以及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贸易量越大，越是容易发生贸易纠纷和贸易战争。只有与美国发生文化贸易量最大的法国和加拿大，才会最先也最激烈地提出反对美国文化霸权的问题。

二、美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占优势地位的原因：规模经济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形成了优势地位，1996年，文化产品（电影、音乐、电视节目、图书、杂志及计算机软件）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项目，首次超过了其他传统产业，包括汽车、农业、航空和军工。根据国际版权联盟1998年的报告，在1977年和1996年之间，美国的版权业增长速度是同期美国经济年增长率的3倍，1996年取得了出口60180百万美元的成绩。英国也紧随这种趋势，1997年其创意产业的出口达到了12500百万美元。美国的优势地位源于其文化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

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量的增加，产品的平均成本不断降低，形成“规模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规模经济又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种类型。

内部规模经济是由于特定厂商所需特种生产要素的不可分割性和厂商内部进行专门化生产而产生的。随着产量的不断增加，一开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这一阶段就是“规模报酬递增”，即“规模经济”。对于一家企业，只有在产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时，像大型机器设备和生产线这样的不可分割的设备才能达到充分负荷，组织管理、车间操作、专门销售、大规模研发工作等专业分工的潜在优势才能充分利用起来，取得经济效益，并大幅度降低成本，获取利润。

美国的电影产业就是已经形成了寡头垄断控制下的竞争 
。明星制部分地造成了生产费用和市场营销费用居高不下，这就为新企业进入电影行业造成壁垒，最终导致这一产业的高度集中。据估计，在1965-1988年期间，美国排名前四位的电影生产商在北美票房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48%至69%之间上下波动。独立制片公司把它们生产的电影交给大公司去做市场营销和发行，因为，要想发行成功必须有大的资金投入和广泛的发行渠道，这些对小公司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而大公司则具有这两方面的实力。此外，影剧院的集中度也相当大，有大约40%的影剧院掌握在排名前六位和大连锁影剧院公司手中 
。

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来源于行业内而不是单个厂商内部。厂商在行业规模大的环境中比在行业规模小的环境中更富有效率。也就是说，即使在厂商规模不大的情况下，行业规模越大，厂商的生产成本越低。外部规模经济常常因厂商的“聚集效应”而产生。所谓“聚集效应”是指，集中在一起的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主要原因是：（1）厂商集中在一起能促进专业化供应商的形成，许多行业的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提供都需要专门化的配套服务，孤立的厂商不可能形成对配套服务大规模的需求，也就不可能刺激专业化供应商的产生；（2）厂商集中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共享；（3）厂商集中有利于知识外溢 
。

美国电影产业还是非常典型的外部规模经济，它不仅是国家范围内的，而且是地域性的。地方性的灵活的专门人才的劳动力市场和可供短期租赁的设备市场为这一行业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提供了可能。对于电影的拍摄制作来说，各种参与者和制片人的劳动合同都是临时的。例如，一个替身演员也许只在一部片子中拍摄一个镜头，拍摄这个镜头仅需一两天时间就可以。这就意味着从事替身演员这个职业的人们必须从许多剧组获得片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如果摄制组的经费是一定的，各个摄制组相距很远的话，就会造成成本的不经济。这个道理也同样适合于电影生产中其他各个环节。这就可以理解好莱坞效应，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电影产业会集中在一个地方 
。
除了发生在企业层次上的内部规模经济、发生在行业层次上的外部规模经济，还有发生在产品层次上的产品规模经济。如果再考虑到虽然拍摄制作一部电影的成本虽然非常高，但相对而言其复制成本却非常之低这样一种典型的产品规模经济，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的电影在价格上极具国际竞争力。美国约有三万多家电影院，在欧美是最多的；美国人每年人均看电影的次数也是非常高的，其市场和观众都已经培育得非常成熟。也就是说，美国电影有着非常巨大的国内市场，这种比较优势为许多国家所羡慕 
。美国电影仅靠国内市场就完全可以收回成本并且盈利。它从国外市场上所获得的回报，除了发行成本外，几乎是纯利。

1999年中国的电视观众占了世界电视市场的四分之一，占亚洲市场的44%。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为数众多的省市电视台每年大约需要500万小时的电视节目。在所有的节目当中，每年要播出大约8000多集电视剧，其中四分之一需要进口。由于专业人才和资金的匮乏，中国自己的编播制作单位不能生产出足够的节目来满足电视台和观众的需求。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有大约30%是从国外购买的。各省级电视台只有能力制作所播出节目的20%。这样，对外国节目的需求就是不可避免的。外国的纪录片、科学技术文献片、动画片和儿童节目、商业和经济节目、表演艺术及故事片，都会成为中国电视台引进的对象。由于美国的影视节目在其国内已基本收回了成本，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可以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电视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影视节目作为首选对象。

三、文化贸易逆差的原因：消费资本积累差异

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一百多年以来，我们从西方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了优秀的文化。今后，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一种博大的胸襟和开放的姿态，吸收一切优秀的人类文化成果，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特别注意到中国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客观上帮助西方特别是美国培育了其在中国的文化产品市场。曾经出现过的“全盘西化论”以及“文化大革命”式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以两种极端的方式助长了广泛的“崇洋媚外”心理，甚至造成了对西方一切文化产品的自觉认同。这一切都大大地减少了西方文化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时的“文化折扣”；而中国的文化产品在西方却遭受到“文化折扣”的重创，形成了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地位。在近期之内，这种文化贸易冲突中的力量悬殊不会得到迅速改变。

文化艺术产品的两个特点会影响到其贸易模式并导致文化折扣现象的出现：（1）艺术是属于特定文化的；（2）艺术品的消费会产生很强的滞后作用。从本质上来讲，这两个特征是艺术消费非常容易使人上瘾(addictive)这一事实所带来的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Stigler）和贝克尔（Becker）1977年在他们的论文《趣味是无可争辩的》(Tastes are indisputable)一文中指出，从音乐消费中产生的边际效用依赖于消费者已经消费的总量及其欣赏音乐的能力，而欣赏音乐的能力又是以往音乐消费的一个函数。在消费音乐的过程中，消费者的“消费资本”会增加。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已经建立起来的消费资本越多，消费者的“消费资本”(consumption capital)增长也就越容易。换句话说，消费资本的投入和消费是相互促进的。音乐消费的边际效益会随着时间而增长。因此，相关的效用函数也就是包含了所消费的商品以及作为自变量的消费资本的函数。我们假定这个函数不变，那么，在价格及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资本的积累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对音乐商品实际需求的变化 
。也就是说，如果你对某类音乐制品上了瘾，欣赏能力越来越高，虽然你的收入和商品的价格没有发生变化，你的购买行为却可能增加。当然，不仅对于音乐制品是这样，对于其他文化艺术产品这一效用也适用。

1996年，贝克尔又进一步阐明了他有关消费资本的概念。他把主要从个人的消费积累和其他相关的个人经验中得来的个人消费资本和社会消费资本区别开来。社会资本体现了他人对个人效用的影响，即同龄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影响。个人只能通过选择社会生活环境（如不同的朋友圈子），来实现十分有限的影响。文化资本是整个社会资本当中的一部分，对于个人来说，这种资本是既定的 
。这说明社会群体的偏好存在着一种趋同性，同龄人之间的兴趣、爱好会互相感染。流行的艺术形式广为接受，而那些不为人们熟悉的艺术形式随着时间的变化依然不为人们所熟悉。

把这一原理运用到文化艺术产品的国际贸易中来，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来自国外的陌生的艺术，最起码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遇到“文化折扣”：此时，人们还没有像对待本国艺术那样建立起对外国艺术的个人消费资本，由于大家都不了解这种来自国外的艺术，社会的消费资本也有待于发展、培育。把语言、地理等因素考虑进来，各种文化之间越接近，相关消费资本上的差距也就越小，因此文化贸易也就越大。文化亲近是地理距离、共同语言及以往文化贸易历史等因素的一个综合函数。不同国家之间对外国文化艺术品的消费资本的积累是极不平衡的、不对称的。然而，对外国文化艺术的消费资本一旦建立起来，外国文化艺术的疏异感和异域色彩就会越来越淡。最终，文化消费资本积累的效果得到强化，它们会变成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对于外国的、开始时是陌生的艺术怎样积累起一种消费资本，西方学术界现在还没有一种较为严格的理论。中国的情况可以对此作一个生动的注释。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文化，并用西方文化来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迅猛攻击、对西方文化表示热情欢迎的，恰恰是那些最有爱国激情的知识分子。鲁迅应一个杂志社之邀为青年开列必读书目时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迅的《拿来主义》喊出了对待外国文化最响亮的口号：“拿来！”认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另一位巨子沈雁冰“五四”时期主持《小说月报》时认为，最要紧的工作是对外国文学的切切实实的译介工作，他开列了西方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的几百部名著，并身体力行积极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以此来救治中国古典文学“主观的向壁虚造”等弊病。  

目前，西方学术界有什么最新的学说，中国都会进行及时地介绍。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怎么样呢？

两千多年以来，西方一直在不断地创造着“中国形象”。在启蒙运动之前，这一形象的主导价值是肯定的。启蒙运动以后，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否定性形象占了主导地位。西方将许多可怕的异域景象安排在了中国。西方的中国形象从世俗天堂变成了停滞、封闭、堕落的东方地狱。这与近代以来中国的落伍与西方的崛起有关，但其中西方人的虚构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谓“黄祸论”就是西方人对中国最为刻毒的谩骂。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过中国人是一个“不道德的、堕落的和不可取的民族” 
。中国与美国在地理与心理上都十分遥远。1973年2月21日，美国《新闻周刊》评论：“对美国人而言，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声音比中国人的声音听起来更加陌生了。两国人民处在世界的两极，远隔着巨大的历史、文化、心理的鸿沟。”尼克松访华回到美国，带来的消息就好像来自另外一个星球。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西方人有了了解中国的机会，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是想象多于实际。在美国人看来，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野心勃勃的大国，其目标是主宰亚洲” 
。这就是上世纪末风靡于美国和西方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据2001年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是矛盾的——既为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所吸引，又在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抱有极大的误解和反感 
。这一切都说明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及西方之间文化上对彼此的了解形成了两条背离的曲线。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越来越多，而美国及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仍有极大的想象成分。因此，美国及西方的文化（产品）进入中国时所遭遇的“文化折扣”非常小，而中国的文化（产品）进入到美国及西方时所遭遇的“文化折扣”却非常大。这就为美国对我国进行文化倾销和渗透客观上提供了有利地位，而我们则相对处于劣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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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电影产业目前是一种垄断竞争。如美国学者A. Marvasti (2000)认为，1965-1988年期间，美国市场集中度指标HHI为1236，而排行前四位大公司的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n)平均为58.64。新的成员不断进入，四大公司的构成不断变化，说明美国电影产业还是一种垄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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